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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发生机制
———以制止或抓捕盗抢者为例
孟 华
( 厦门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公共安全服务中，公众看客心理有时会带来沉重后果，因此，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对提
升公共服务质量相当重要。但是，目前学术界对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发生机制关注不够。以制止
或抓捕盗抢者为例，利用逻辑斯特回归方法，研究内在性动机、风险感知以及参与能力等对公共安
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解释作用可以发现: 内在性动机能够显著提高高风险性公众参与，
同时，它的自我奉献维度正向影响作用显著; 风险感知中，个人－公众风险感知差值显著负向影响
高风险性公众参与，风险感知总值的影响有限; 另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等参与能力变量也产生了
显著正影响。因此，为提升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行为，应该培养和识别个人内在性
动机特别是自我奉献精神，并提供机会引导个人发挥内在性动机的作用，降低个人风险感知以抑
制风险感知的消极影响，不断提升公众参与能力，并将参与能力合理纳入志愿者招募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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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我国公共服务的诸多领域中，公民参与行为日益兴盛。然而，生活中我们仍然经常
遇到乘客与公交司机发生争执无人制止、老人倒地路人因怕担责不敢救助等情况，有时人们的看客
心理甚至会带来沉重的代价。类似事件的发生促使我们反思: 个人在面对救助他人的困境时应该
如何反应? 政府应该如何引导人们突破旁观者效应，积极参与公共服务? 当然，公共服务中的公众
参与有着明显的风险程度差异，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以及不同的参与方式会给参与者带来不同程度
的风险。相比较而言，抗震救灾、公共安全等服务的风险更高，震后人员搜救与制止抓捕盗抢人员
比捐款和报警风险更高。高风险性的公众参与指的是以高风险的参与方式涉足具有风险性的公共
服务。在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典范是民间反扒联盟的组织与活动，他们通常对扒
手直接实施抓捕，有些反扒志愿者甚至因此而受伤。［1］除了反扒联盟这种组织化的公众参与之外，
许多个人也会在他人遭受盗抢与扒窃时不顾风险挺身而出，直接制止或抓捕盗抢者。从城市管理
的角度来看，面对盗抢事件，公众无论是以反扒联盟的名义还是以个人的身份制止或抓捕盗抢者，
都是对当前警力有限无法满足公共安全服务需求的有力补充。不过，在面对盗抢事件时，为什么有
些公众会以更高风险的参与方式投身于具有风险性的公共安全服务中去? 不难理解的是，这种高
风险性公众参与的发生机制应该不同于其他无风险或低风险性公众参与的发生机制，而搞清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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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对于推动社会治安管理中的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学界对于公众参与发生机制的关注相当少见，高风险性公众参与为何会发生更是鲜有人
研究。郭小聪、代凯曾将公众参与的发生机制设定在两个维度，一是官员愿意并允许公众参与，二
是公众愿意并实际参与，［2］只是文章限于文献综述的目的，并未对此问题展开深入探讨。马海明
尝试构建一个公众政策参与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公众是否参与公共政策与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
化水平以及公众和官僚的公共行动能力联系起来。［3］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针对政治参与或政策参
与展开，且大多是理论推演的结果，对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行为的解释力相对有限。
毋庸置疑，公共安全服务中的高风险性公众参与不但是一种参与行为，而且还是具有风险性的
参与行为。因此，要研究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发生机制，需要同时重视促发个人行
为发生的常见心理因素和参与者的风险感知。目前学术界在揭示个体行为发生机制时，对于这两
个因素与个体行为的关系却是分开来进行探讨的。对于普通行为的发生机制，研究者重点关注动
机。人们通常认为，作为心理驱动力的动机能够解释个体的行为反应，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有合理的
动机解释。对于风险性行为的发生机制，人们则强调风险感知的影响。在风险感知之下，研究者着
重揭示消费者、创业人员等的风险感知与个体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 。［4］本文拟将这两个视角结合
起来，以公共安全服务中的制止或抓捕盗抢者为例，揭示此类高风险性公众参与行为的发生机制。
一、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 一) 内在性动机与公众参与
在心理学的视角下，动机是个体行为发生的起点，它能够激发行为，规定行为的方向，并且使行
为得以持续。人类的行为动机通常被归并为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其中内在动机强调人的内部激
励、自我奉献精神和价值观等，外在动机则关注外在的物质刺激与惩罚。从动机视角观察个体行为
的发生机制时，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都具有明显的解释力，是行为的显著诱发因素。医学界有关个
体参与医学试验的研究就发现，试验参与者通常都具有明显的自我奉献精神［5］，同时，他们的利他
与利己动机又是相互依赖的［6］。邓大才对小农动机与外出打工行为的研究同样证明，外在动机与
内在动机都可以用来解释农民外出打工的行为，只是打工者的动机有着明显的代际差异，一代和二
代外出打工的行为更多地与外在动机( 挣钱) 相关，三代打工者的动机则具有明显的内在性( 对身
份转换的渴求) 特点。［7］Renshon 在剖析政治参与行为的动机时也发现，选票等既可以是一种潜在
的物质利益共谋，也可以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同样是外在与内在动机的结合。［8］
如果从动机与个人行为目的关联角度来分析，外在动机关注物质刺激与奖惩，明显追逐个人利
益，内在动机则不但有利于个人利益的实现，也内含着个人为了他人或公共利益而甘愿作出牺牲的
意涵。将动机与个人行为目的之间的关联映射于参与医学试验、外出打工和政治投票等行为中，就
可以发现，这些个人行为的目的都是双重的，即都能够在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也有助于他人利益。
相应地，这些行为的动机也是双重的，既由内在动机趋动，也受外在动机影响。相比之下，在反盗抢
事件中，公众参与主要是为陌生人作出牺牲，因此，它更多地依赖人的内在动机，是参与者的同情
心、自我奉献精神以及价值观等影响下发生的特定行为。
学界对于个人同情心、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价值观等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公共服务动机以及志愿
行为动机上。根据 Perry 的理解，公共服务动机可以划分为四大维度，同情心与自我奉献是其中的
两大重要维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在公益性活动中的奉献行为。［9］关于志愿行为动机的研究，
主流的思想是从功能主义视角入手通过志愿服务能够实现的目的来揭示志愿者参与服务的动机。
基于这种功能性视角，Clary 和 Snyder 等对志愿者动机进行解构，认为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
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其中的价值性功能强调志愿服务能够帮助个人实践自我奉献以及对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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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这样的价值观。［10］显然，他们视野中的价值观与公共服务动机的自我奉献有着异曲同工
之妙。因此，内在性动机主要包括两个维度: 同情心与自我奉献。
从动机角度解释公众参与风险性公共服务的研究相当少，比较典型的是 Thompson III 和 Bono
对消防志愿者的关注。［11］根据他们的研究，消防志愿者之所以会在高风险的活动中奉献自己的时
间和精力，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现象导致人们无法在现有岗位上实现自我价值，消防
服务其实是志愿者与异化的社会关系进行抗争的一种手段。换言之，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促使人
们不畏风险、奉献自我，参与消防志愿活动。
总之，学界对于动机的研究表明，人们的行为背后总是有动机作为支撑。鉴于制止或抓捕盗抢
者是一种利他行为，行为动机具有明显的内在性特征，因此，这种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应该是受到了
个人内在性动机的趋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内在性动机对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具有显著正影响。
假设 1． 1: 同情心对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具有显著正影响。
假设 1． 2: 自我奉献对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具有显著正影响。
( 二) 风险感知与公众参与
1． 风险感知的分类
风险感知是一个特殊的解读过程，是个人对发生不利结果的主观判断。学者们从风险感知的
客体( 风险源) 和主体( 风险感知者) 两个不同的层面切入，对风险感知进行类别区分。最为常见的
一种观点是从风险感知者层面入手，将个人感知到的风险不确定性和风险后果视作风险感知的两
大维度。学者们认为，作为人类认知过程的结果，风险感知依赖于人们如何界定和感觉可能发生的
不利后果，［12］因此，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可能产生的后果能够帮助人们描述风险感知。但
是，也有研究者另辟蹊径，基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在主、客体两个层面下对风险感知进行分类。在
风险源层面，Bettman 基于消费者视角，以产生风险的商品为基础，将消费者的风险感知区分为整体
与个体两类风险感知，即一类商品整体上令人感知到的不可避免的内在风险( inherent risk) 和由此
类商品中某些特定产品带来的可控风险( handled risk) 。［13］根据这种分类，个人购买具有整体性风
险的商品时是无法回避风险的，而在购买特定产品时却可以通过选择来规避风险。在风险感知主
体层面，Sjberg 将风险感知区分为个人风险感知( personal risk perception) 与公众风险感知( general
risk perception) 。［14］根据他的理解，个人风险感知是个人对自己所面临风险的认知判断，公众风险
感知则是指个人感知到的自己之外的其他人面临的风险。
那么，在公共安全服务中，与公众参与相关的风险感知适用于哪种划分? 具体到盗抢事件，人
们显然可以对盗抢行为的发生几率与破坏性作出判断，可以对一个地区的整体安全性形成认知。
同时，面对他人在盗抢事件中所遭受的侵害，个人能够认识到，如果自身参与制止或抓捕，在降低他
人风险系数的同时，也会增加个人承受风险的程度。也就是说，人们一方面能够对所在地区的总体
安全性或者盗抢事件的发生风险作出判断( 公众风险感知) ，也能够对参与制止或抓捕可能给自身
带来的风险程度作出判断( 个人风险感知) 。因此，理解反盗抢事件中的风险感知需要借助 Sjberg
的风险感知分类框架。［15］
2． 风险感知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虽然人们对于风险感知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风险感知会影响
人们在风险条件下的理性选择，相应地，从风险感知的角度解释个体行为的发生也受到多个学科研
究者的青睐。最早将风险问题引入对个体行为解读的是经济学家［16］，他们创建的大多数有关不确
定性条件下的个人行为选择模型假定，人们会根据对风险发生几率的判断作出趋利避害的行为选
择。比如，根据边际替代率模型的解释，人们会对风险变化进行边际估值，进而基于这种估值作出
理性的行为选择。市场营销和消费者行为研究者同样对风险感知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用风险感
·57·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知理论来解释消费者的商品购买行为。Dowling 和 Staelin 就提供了一个分析风险感知与行为之间
关系的模型，认为人们对特定商品所感知到的风险大小显著影响其是否结束商品搜寻过程的决
策。［17］与经济学、产品销售领域的研究相类似的还有风险感知与创业行为或决策关系的探讨。研
究证明，人们在作出投资或创业决策时，能够感知到投资或创业的风险，而且风险感知对个人行为
具有显著负影响。［18］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个人基于风险感知而作出的是否购买产品或投资的
决策，是符合趋利避害逻辑的个人行为。如果感知到的风险过大，人们就会减少投资或产品购买行
为来降低或规避风险，因此，投资或销售领域的风险感知对个人行为具有负影响。
上述风险感知下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而公众参与行为则涉及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
风险感知对此类行为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目前学界对风险感知与公众参与行为的相关探讨主要
见于新技术应用、环境破坏、社会稳定等问题中。在这些问题中，公众采取的高风险性参与行为主
要表现为抗议或投身于群体性事件。首先，新技术应用方面的研究发现，新技术如核电技术的应用
带来的风险通常会促使人们通过抗议或向政府请愿等表达民众的呼声。［19］同时，风险感知也能够
帮助我们预测人们对于能源政策的倾向性，风险感知高的政策会受到抵制，而风险感知低的政策更
容易被接受。［20］概言之，人们的风险感知越高对抗性行为发生几率越大。其次，环境问题下的风险
感知与行为的关系相对复杂。有研究发现，人们在认知层面对环境问题进行风险评价时，对于自然
灾害性问题倾向于采用低风险性的捐助以及向受害者提供帮助; 对于人为造成的环境破坏，则更倾
向于实施高风险性的抗议等行动。［21］最后，社会稳定研究者也强调风险感知对于社会抗议行为的
影响。根据胡象明、王锋的研究，个体风险感知汇聚为社会风险感知时，社会抗议行为就会发生，风
险感知正向影响着公众抗议行为; ［22］谢治菊对西部地区农民的研究也发现，农民的风险感知虽然
不利于其低风险性的政治投票行为的发生，却会促使他们在社会行为领域借助于群体性事件来发
泄恐惧。［23］邻避事件作为社会稳定研究的重要话题，也集中体现了风险感知对公众参与行为的深
刻影响。地方政府在建设邻避设施的过程中，附近居民会基于设施对个人的负面影响采取激烈对
抗行为，反对修建公共设施，从而爆发邻避事件。［24］公众感知到的邻避设施风险越高，越有可能以
对抗方式影响政府决策。总体来看，在面对新技术应用、环境破坏和社会稳定问题时，人们感知到
的高风险无法通过减少个人行为来规避，只有增加个人行为( 即公众参与) 才能降低风险对个人利
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因此，风险感知对高风险性参与行为( 抗议等) 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不过，上述研究均未对风险感知进行个体与整体的区分，且以上研究领域中的个人行为均是基
于个人利益对风险感知的趋利避害式回应，人们思维的起点都是降低个人风险和维护个人利益。
面对盗抢事件时的制止或抓捕行为在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上却颇为不同。一方面，与销
售或投资领域中个人行为的发生仅对个人利益产生影响不同，盗抢事件中的制止抓捕行为在牺牲
个人利益的同时却会实现公共或他人利益; 另一方面，与社会稳定或环境事件等情况下个人先保护
个人利益进而间接实现公共利益不同，制止或抓捕行为则是在暂时牺牲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先保护
他人或公共利益。因此，分析盗抢事件中制止或抓捕行为是否会发生，不能像产品购买或者社会稳
定等领域那样只考虑人们如何能够降低个人风险，应该更多地关注人们如何在风险与利益之间进
行衡量: 个人风险与公众风险之间处于什么关系时，人们会选择降低个人风险保护个人利益? 二者
处于什么关系时才会降低公众风险保护他人或公共利益? 换言之，由于个人风险感知关注参与行
为中个人利益的受损情况，而公众风险感知则更强调参与过程中对公众利益的维护，因此，盗抢事
件中的制止或抓捕行为是否会发生更多的是个人对这两种风险进行权衡的结果。当个人风险感知
高于公众风险感知时，人们会预见到更高的个人利益受损几率，相应地，个人高风险性参与行为的
发生几率应该会明显下降; 而当个人风险感知低于公众风险感知时，人们感觉到个人参与带来的风
险不大，但公众或他人承受的风险较高时，人们就更易于忽视个人利益受损的可能性而关注他人利
益受损情况，相应地，个人更有可能采取高风险性参与行为。基于此，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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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 风险感知对公共安全服务中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具有显著负影响。
假设 2． 1: 在公共安全服务中，个人风险感知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差值与高风险性公众参与显著
负相关，即当个人风险感知高于公众风险感知时，高风险性公众参与显著降低，反之则显著提高。
至此，得到本文的研究模型( 见图 1) 。
图 1 研究模型
二、研究设计
( 一) 变量测量
盗抢行为根据风险程度从高到低一般可以划分为持械抢劫、飞车抢夺、扒窃以及入室偷盗，由
于本文研究的高风险性参与行为主要发生在公共场合，入室偷盗不适于纳入研究范围，因此，本文
对公民参与的研究针对前三种盗抢行为展开。本文的因变量是高风险性的公民参与行为，具体表
现为公民参与制止或抓捕盗抢者。根据郭小聪等的理解，公众参与既与意愿相关，也与实际参与行
为相关，［25］因此，本文从参与倾向与实际参与行为两个维度对高风险性公众参与进行测量。问卷
设计时，两个维度都是二分变量，参与倾向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在三种类型盗抢事件发生时有无可能
采取制止或抓捕行为加以测量; 实际行为并未再区分哪种盗抢事件，而是直接询问被调查者以前看
到他人被盗抢时是否曾经制止或参与抓捕盗抢者。
自变量中的内在性动机选用 Perry 开发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中同情心与自我奉献的相关项
目［26］进行测量，包括“看到别人受苦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我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不是为了我
自己的利益”等，并且采用利克特五分量表进行数据收集。公众风险感知遵循大多数学者认可的
两维度测量思路，关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风险损害。对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要求被调查者对所
在城市发生三种盗抢行为的可能性分别打分; 风险损害感知从他人的财务与人身受损两个角度收
集数据。个人风险感知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参与制止或抓捕盗抢者自己可能会受到的人身伤害程度
进行打分。风险感知的测量均采用 0—10 分的 11 刻度形式收集数据。个人风险感知与公众风险
感知差值取两者均值之差进行测量。
控制变量主要收集两方面信息。首先，参考 Mandarano 等的研究结果［27］，将个人参与能力作
为控制变量。由于制止或抓捕盗抢者是一种高风险性参与行为，身体素质好及擒拿格斗能力强的
个人显然具有更高的参与能力，他们参与公共安全服务的客观条件更优越，也就更有可能参与制止
或抓捕行动。现实中，各地在反扒组织成员招募时也大多关注个人的参与能力，有些地方更是将其
作为志愿者筛选的标准。参与能力的测量指标为“是否为退役运动员”“是否为退伍军人”“是否学
过武术或擒拿”与“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四个指标均采用二分变量形式。其次是人口统计学
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性别与婚姻状况为二分变量，年龄划分为 25 岁及以
下至 56 岁及以上共 8 个年龄段，教育程度设计为初中及以下到研究生及以上共五个层次。
(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与低风险性公众参与相比，高风险性公众参与是一种发生几率相对较小的参与行为。在研究
其发生机制时，为了获得较多的具有高风险性参与意愿 /参与行为的样本，问卷调查需要在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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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公众参与氛围相对较高的地区展开。一个地区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氛围可以相对直观地根据志
愿反扒行动的规模、活跃程度等作出判断。在我国，盗抢事件通常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
沿海城市，相应地，民间反扒行动在东部地区也更为活跃。十几年前，我国许多城市出现了民间反
扒联盟。这些反扒联盟具有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有的如厦门、宁波、苏州和杭州等得到政府的支
持能够相对稳定发展，有的如大连、武汉、南京等因反扒志愿者在制止抓捕过程中行为失当很快自
行解散或被政府强制解散，更多的是在民间松散、断续地存在着。在这三种发展路径中，得到政府
支持与引导的几个城市的反扒志愿者大队，在队员招聘、技能培训、医疗救助、医疗保险等方面都能
够得到公安机关的积极支持，相应地，志愿者的高风险性参与行为更为稳定、活跃且对民众能够形
成更为积极的引导作用。在几个得到政府支持的反扒志愿者大队中，厦门轮渡水上派出所领导与
支持下的反扒志愿者大队活动频繁且成效显著，促使厦门成为民间反扒的成功典范城市。厦门反
扒志愿者大队于 2005 成立，首批招聘到志愿者近 300 人，2015 年时在册的有 191 人，［28］到 2017 年
历经 7 次招聘共有 800 人参与反扒［29］。相比之下，其他几个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均明显超过厦门，
但反扒志愿者大队的人数相对较少且发展不是很理想。2002 年成立的宁波反扒志愿者大队到
2007 年时为 140 人［30］，后来人数不断下降，目前仅 90 人［31］; 苏州反扒志愿者大队 2005 年成立时
为 94 人，2010 年发展为 120 人; ［32］杭州反扒志愿者服务队到 2008 年仅有 61 人，2007 年成立的下
城区天水反扒协会成员仅有 37 人。［33］总体上看，厦门反扒志愿者大队的规模最大，同时，队员参与
抓扒活动积极，每年出勤人次均为 3000 多人次，2017 年出勤人次为 3813 人次。［34］厦门市政府在引
导反扒志愿者大队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市民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公共安全服务。2014 年厦门市
各区纷纷组织“红袖标”反扒志愿者参与治安巡逻，到 2016 年全市有 10 万名“红袖标”志愿者常态
化参与反盗抢活动［35］，2017 年仅思明区就有“红袖标”反扒志愿者 8． 2 万名［36］。基于厦门市民间
反扒行动的规模、影响与活跃程度，在厦门市实施调研有助于找到更多具有高风险性公众参与意
愿 /行为的被调查对象，从而能够为探究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发生机制提供必要条件。
问卷调查于 2017 年暑假期间在厦门实施。调查样本的选择采用了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先根
据人口规模以及公民参与水平确定样本街道( 镇) ，然后再从街道中随机抽取样本社区，最后在选
定社区中发放问卷。据此，在人口和公民参与水平更高的岛内思明与湖里区各抽取了三个街道，岛
外四个区各抽取了一个街道( 镇) ，每个街道( 镇) 抽取一个社区，最终确定了十个样本社区。每个
社区各随机发放问卷 160 份左右，共发放问卷 1638 份，有效问卷 1463 份，有效率 89． 32%。被调查
样本的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从四个人口统计学变量来看，各维度下样本分布相对广泛，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对回收问卷的信度检验结果显示，问卷整体信度为 0． 823，内在性动机、风险感知和公
众参与的信度分别为 0． 793，0． 852 和 0． 738，说明问卷调查结果总体上比较理想。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
统计项 人数 比例( % ) 统计项 人数 比例( % )
性别 男 720 48． 9%
女 752 51． 1%
婚姻状况 未婚 776 52． 7%
已婚 696 47． 3%
教育背景 初中及以下 158 10． 7%
高中 332 22． 6%
专科 287 19． 5%
本科 574 39． 0%
研究生及以上 121 8． 2%
年龄 25 岁以下 614 41． 7%
26—30 岁 235 16． 0%
31—35 岁 159 10． 8%
36—40 岁 88 6． 0%
41—45 岁 130 8． 8%
46—50 岁 130 8． 8%
51—55 岁 62 4． 2%
56 岁及以上 54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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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数据处理方法
本文使用 SPSS19． 0 对数据进行逻辑斯特回归分析。为了满足逻辑斯特分析的要求，首先对年
龄、教育背景、职业、内在性动机以及风险感知数据进行处理。年龄、教育背景与职业均合并为两
类，年龄分为 36 岁以下和 36 岁及以上，教育背景分为专科及以下和本科及以上，职业则将党政机
关与事业单位合并为公职，其他为非公职。动机变量和风险感知变量分别以均值 2． 5 和 5 为切点
划分为高和低两个不同档次，个人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值先以个人风险感知减去公众风险感知测量，
然后以 0 为切点划分为高和低两个不同档次。考虑到问卷中参与行为倾向是针对不同类型盗抢行
为提出的，所以在回归分析时风险感知亦根据盗抢类型进行区分。
三、研究结果
表 2 是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表 2 可以看出，公众实际参与与参与倾向的
均值都明显偏低，而且，参与倾向随着盗抢事件的危险程度上升( 抢劫 ＞ 抢夺 ＞ 扒窃) 而不断下降。
动机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两个维度的均值差距不明显。不同类型风险感知的总体水平差异不明
显; 不过，个人风险感知水平总体上大于公众风险感知，因此个人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值除扒窃外
均为正值; 同时，随着盗抢事件危险程度的降低，针对不同类型盗抢事件的个人风险感知逐步递减，
公众风险感知则逐步增加。应该说，参与倾向以及风险感知的变动情况基本符合人们的认知。
表 2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n =1463)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实际参与行为
参与行为倾向
制止或抓捕 0． 0863 0． 28090
针对抢劫的参与行动倾向 0． 04 0． 200
针对抢夺的参与行动倾向 0． 07 0． 252
针对扒窃的参与行动倾向 0． 14 0． 345
内在动机 内在动机总值 3． 4671 0． 56720
同情心 3． 7812 0． 70337
自我奉献 3． 3319 0． 64840
风险感知总值 风险感知总值 5． 8561 1． 75705
公众风险感知 5． 5676 1． 80415
个人风险感知 6． 5205 2． 41113
个人－公众风险感知差异 0． 8920 2． 08394
抢劫风险 抢劫风险感知 6． 0521 1． 91755
抢劫风险公众感知 5． 6565 2． 01829
抢劫风险个人感知 7． 38 2． 827
个人－公众风险感知差异 1． 7189 2． 65084
抢夺风险 抢夺风险感知 5． 7493 2． 05233
抢夺风险公众感知 5． 5200 2． 13950
抢夺风险个人感知 6． 68 2． 837
个人公众风险感知差异 2． 2633 2． 31648
扒窃风险 扒窃风险感知 5． 7624 2． 04714
扒窃风险公众感知 5． 8637 2． 13636
扒窃风险个人感知 5． 65 2． 832
个人－公众风险感知差异 － 0． 2110 2． 56801
( 一) 内在动机、风险感知对高风险性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
表 3 是内在动机、风险感知与制止抓捕行为关系的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1 为控制变量
与内在动机、风险感知总值的模拟结果，模型 2 为控制变量与内在动机分项和个人－公众风险感知
差值的模拟结果。回归结果显示，两个回归模型的总卡方值都达到显著性要求，且都通过了 Hose-
mer－Lemeshow 检验，说明模型适配度都相当不错。同时，两个回归模型对公民参与行为的预测分
类准确率都接近 92%，预测能力相当高。总体上看，内在动机与风险感知对公众参与制止或抓捕
盗抢者的实际参与行为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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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在动机、风险感知与制止或抓捕行动的二元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B Exp( B) B Exp( B)
常量 0． 028 1． 029 0． 583 1． 792
人口统计学变量
性别( 男) 0． 610＊＊＊ 1． 841＊＊＊ ． 589＊＊＊ 1． 803＊＊＊
年龄( ＞ 36) 0． 298 1． 347 0． 269 1． 309
婚姻( 未婚) － 0． 063 0． 939 － 0． 088 0． 916
教育背景( 本科以上) 0． 165 1． 180 0． 168 1． 183
职业( 公职) 0． 250 1． 284 0． 256 1． 292
参与能力
运动员( 是) － 0． 538 0． 584 － 0． 474 0． 622
经常体育锻炼( 是) 0． 768＊＊＊＊ 2． 156＊＊＊＊ 0． 758＊＊＊＊ 2． 134＊＊＊＊
学武术擒拿( 是) 0． 551* 1． 735* 0． 504 1． 656
退伍军人( 是) 0． 755* 2． 128* 0． 748* 2． 114*
自变量
动机总值( 高) 0． 432* 1． 540*
同情心( 高) 0． 205 1． 215
自我奉献( 高) 0． 552＊＊ 1． 736＊＊
风险感知总值( 高) － 0． 181 ． 835
个人－公众风险感知差值( 高) － 0． 551＊＊ 0． 577＊＊
Hosemer－Lemeshow 检验 ( Sig． ) 6． 013( 0． 646) 7． 503( 0． 483)
伪 R2 R2cs = 0． 044 R2cs = 0． 049
R2n = 0． 100 R2n = 0． 113
－ 2LL 781． 982 773． 264
模型预测准确率 91． 7% 91． 8%
模型总卡方 65． 973＊＊＊＊ 74． 691＊＊＊＊
注: * p ＜ 0． 05 ＊＊p ＜ 0． 01 ＊＊＊p ＜ 0． 005，＊＊＊＊p ＜ 0． 001
从表 3 可以看出，内在性动机能够显著提高公众制止或抓捕盗抢者的行为。根据模型 1 的结
果，在面对盗抢事件时，高动机者的高风险性参与行为发生比是低动机者的 1． 504 倍。模型 2 则说
明，内在性动机中真正推动高风险性公民参与行为发生的是自我奉献维度，自我奉献分值高者的参
与行为发生几率几乎是自我奉献分值低者的 2 倍。同情心维度对实际参与行为未产生显著影响。
在风险感知中，个人风险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差值确实不利于实际参与行为的发生。与个人－公众
风险感知差值低的人相比，个人－公众风险感知高的人实际参与行为发生比显著下降，OR 值为
0. 577。风险感知总值对制止或抓捕行为的发生发挥了负向影响，但并未达到显著水平。
研究结果同时表明，参与能力与个人背景也影响了实际参与行为的发生。在参与能力方面，经
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退伍军人与学习过武术或擒拿的人参与制止或抓捕盗抢者的几率明显高于
其他人。运动员身份反而不利于他们参与抓捕，不过与非运动员的差异并不显著。在人口统计学
因素中，只有性别因素发生了显著影响，男性参与制止或抓捕行为的几率明显比女性要高。
( 二) 内在动机、风险感知对高风险性公众参与倾向的影响
内在动机、风险感知与高风险性参与倾向之间的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汇入表 4。在表 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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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 均为自变量是内在动机、风险感知总值时的情况，模型 2 则是自变量为内在动机分项和
个人－公众风险感知差值时的情况。分析结果显示，公众参与倾向的几个模型总卡方值都达到显
著性要求，通过了 Hosemer－Lemeshow 检验，且几个模型的预测分类准确率都在 86% 以上，说明模
型拟合效果以及预测效果均不错。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内在动机、风险感知与参与能力均能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倾向。首先，内在
动机能够显著提高个人参与制止或抓捕的倾向。就内在动机总值来看，在控制住其他变量影响的
条件下，三类盗抢事件中高动机组参与制止或抓捕的倾向都明显高于低动机组，个人行为倾向发生
比均达到 2 倍左右。就内在动机的两个维度来看，与实际参与行为的模拟结果类似，同情心对公民
参与倾向影响不显著，而自我奉献精神则显著提升了人们参与制止或抓捕抢夺者和盗扒者的意愿。
其次，风险感知对高风险性公众参与能够发挥显著负影响。风险感知总值对公众参与倾向的影响
相对较弱，仅在反击扒窃事件中发挥显著影响作用; 个人－公众风险感知差值对于被调查者的参与
倾向影响显著，在三种不同类型盗抢事件中均发挥负面影响作用。
在参与能力的几个变量中，参加体育锻炼者与不参加体育锻炼者相比，面对三种盗抢事件时，
参与倾向都明显更高; 学习过武术擒拿的人与未学过的人相比，制止或抓捕抢劫者和抢夺者的倾向
明显更高。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男性在面对抢夺和扒窃事件时，参与行为倾向明显高于女性，另
外，公职人员在面对扒窃事件时参与倾向高于非公职人员。
表 4 动机、风险感知与不同盗抢事件下制止或抓捕行为倾向的二元逻辑斯特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抢劫 抢夺 扒窃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B( Exp( B) ) B( Exp( B) ) B( Exp( B) ) B( Exp( B) ) B( Exp( B) ) B( Exp( B) )
常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
性别( 男)
婚姻( 未婚)
年龄( ＞ 36)
教育背景( 高)
职业( 公职)
参与能力
运动员( 是)
经常体育锻炼( 是)
学武术擒拿( 是)
退伍军人( 是)
自变量
内在动机( 高)
1． 606
( 4． 980)
0． 506
( 1． 659)
0． 323
( 1． 382)
－ 0． 082
( 0． 921)
－ 0． 556
( 0． 574)
－ 0． 020
( 0． 980)
－ 0． 394
( 0． 674)
0． 830＊＊＊
( 2． 292)
1． 217＊＊＊＊
( 3． 379)
0． 496
( 1． 642)
0． 801＊＊
( 2． 228)
2． 475*
( 11． 882)
0． 468
( 1． 596)
0． 246
( 1． 279)
－ 0． 062
( 0． 940)
－ 0． 505
( 0． 604)
－ 0． 070
( 0． 932)
－ 0． 243
( 0． 784)
0． 811＊＊
( 2． 251)
1． 231＊＊＊＊
( 3． 425)
0． 448
( 1． 566)
2． 207＊＊＊
( 9． 091)
0． 522＊＊
( 1． 686)
－ 0． 305
( 0． 737)
－ 0． 095
( 0． 909)
－ 0． 256
( 0． 774)
－ 0． 337
( 0． 714)
－ 0． 661
( 0． 516)
0． 638＊＊＊
( 1． 893)
0． 643＊＊
( 1． 902)
0． 563
( 1． 756)
0． 534*
( 1． 705)
2． 816＊＊＊＊
( 16． 717)
0． 477*
( 1． 612)
－ 0． 319
( 0． 727)
－ 0． 075
( 0． 927)
－ 0． 242
( 0． 785)
－ 0． 328
( 0． 721)
－ 0． 625
( 0． 535)
0． 684＊＊＊
( 1． 982)
0． 602*
( 1． 826)
0． 572
( 1． 771)
－ 1． 342*
( 0． 261)
0． 856＊＊＊＊
( 2． 354)
0． 027
( 1． 027)
－ 0． 100
( 0． 905)
－ 0． 134
( 0． 874)
0． 367
( 1． 444)
0． 052
( 1． 053)
0． 761＊＊＊＊
( 2． 141)
0． 104
( 1． 109)
0． 383
( 1． 467)
0． 825＊＊＊＊
( 2． 283)
－ 0． 605
( 0． 546)
0． 773＊＊＊＊
( 2． 165)
0． 009
( 1． 009)
－ 0． 076
( 0． 927)
－ 0． 091
( 0． 913)
0． 381*
( 1． 464)
0． 055
( 1． 056)
0． 783＊＊＊＊
( 2． 189)
0． 095
( 1． 100)
0． 275
( 1．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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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变量
抢劫 抢夺 扒窃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B( Exp( B) ) B( Exp( B) ) B( Exp( B) ) B( Exp( B) ) B( Exp( B) ) B( Exp( B) )
同情心( 高)
自我奉献( 高)
风险感知( 高)
个人－公众风险感知
差值( 高)
Hosemer－Lemeshow
检验 ( Sig． )
伪 R2
R2 n = 0． 122
－ 2LL
预测准确率
模型总卡方
－ 0． 171
( 0． 843)
2． 718
( 0． 951)
R2 cs = 0． 036
R2 n = 0． 171
460． 955
95． 8%
54． 248＊＊＊＊
00 0． 390
( 1． 477)
0． 818＊＊＊
( 2． 265)
－ 1． 277＊＊＊＊
( 0． 279)
16． 245
( 0． 039)
R2 cs = 0． 050
R2 n = 0． 071
438． 887
96． 0%
76． 317＊＊＊＊
－ 0． 030
( 0． 971)
4． 401
( 0． 819)
R2 cs = 0． 029
R2 n = 0． 074
720． 875
92． 9%
42． 995＊＊＊＊
00 0． 282
( 1． 326)
0． 249
( 1． 283)
－ 0． 510＊＊
( 0． 601)
10． 909
( 0． 207)
R2 cs = 0． 030
R2 n = 0． 124
718． 795
92． 9%
45． 075＊＊＊＊
0 － 0． 403*
( 0． 671)
15． 707
( 0． 047)
R2 cs = 0． 068
R2 n = 0． 124
1083． 241
86． 3%
105． 256＊＊＊＊
00 0． 414
( 1． 513)
0． 690＊＊＊＊
( 1． 995)
－ 0． 356*
( 0． 700)
7． 033
( 0． 533)
R2 cs = 0． 068
R2 n = 0． 124
1083． 203
86． 3%
105． 294＊＊＊＊
注: * p ＜ 0． 05 ＊＊p ＜ 0． 01 ＊＊＊p ＜ 0． 005，＊＊＊＊p ＜ 0． 001
四、讨论与建议
( 一)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内在性动机、风险感知、参与能力和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逻辑斯特回归分析可以看出，
在反盗抢事件中，内在动机、参与能力显著正向影响个人制止或抓捕行为的发生几率，风险感知则
显著负向影响高风险性公众参与。
首先，内在性动机能够正向提高个人的参与行为与参与倾向，不过，两个内在性动机维度中只
有自我奉献精神对高风险性公众参与起到显著影响，同情心的正向影响效果不显著。根据研究结
果，假设 1 和假设 1． 2 得到了验证，假设 1． 1 未得到验证。
为什么在高风险性公众参与中，内在动机的自我奉献维度影响显著，而同情心的影响却不明显
呢? 对此的解释与两者的利他程度差异有关。虽然同情心与自我奉献都具有利他性特征，都会促
发一定的利他行动，但是，自我奉献精神的利他性相对高于同情心。利他性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带来
利他性行为选择结果的差异。在选择利他行为方式时，高自我奉献精神者比高同情心者更有可能
不计个人成本得失，更有可能选择个人损失较大的行为方式达到利他目的。因此，在低风险条件
下，同情心与自我奉献精神可能会引发同样的利他行为; 但是，在反盗抢事件中要采取制止或抓捕
这种高风险的参与方式，利他性更强的自我奉献精神能够发挥突出作用，激发出人们更高层次或更
大力度的参与，同情心的利他性就显得力度不够，高同情心者或许更有可能采取报警等利他行动。
其次，个人－公众风险感知差值明显不利于公众参与行为的发生与参与倾向的强化，但是，风
险感知总值的影响相对较弱。这一研究结果部分支持假设 2，假设 2． 1 则得到完全支持。
对比动机总值的研究结果，风险感知总值的影响很耐人寻味，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风险
感知不适于像内在性动机那样简单加总，它的影响就是通过在不同组成维度之间的比较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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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来说，内在性动机中的同情心和自我奉献精神通常作用于同一主体，比如都作用于盗抢事
件中的被盗抢者，因此，内在性动机下的同情心和自我奉献不需要在适用对象间进行取舍，两个维
度通过加总来测量其影响作用是合适的。而风险感知中的个人风险感知与公众风险感知情况却大
不相同。个人风险感知的作用对象是参与者自己，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对象则是除自己之外的他
人，因此，风险感知需要在自己与他人之间进行切换。基于这种情况，个人风险感知与公众风险感
知间内在地纠缠着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竞争性，在一定程度上此消
彼长，并迫使人们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因此，风险感知的两个维度并不适合简单地加总用以考察
其总体影响，而更应该关注人们对两种风险感知的比较与权衡。
最后，个人参与能力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退伍军人以及学习过武术或擒拿能够提高公众的
高风险性参与行为和参与倾向。应该说，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均符合人们的预期，出人意料的是退役
运动员身份所产生的影响。除反扒窃事件中退役运动员身份与参与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他情
况下均为负相关。虽然这些影响均不显著，但是负面影响出现还是令人惊讶。此反常现象的发生
应该与运动员的培养机制有关。运动员的培养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国家和个人为此投入
巨大。对于运动员来说，如果受伤会导致过大的成本损失，因此，避免受伤与提高训练成绩同等重
要，这种观念即使在运动员退役后也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并影响其退役后的行为选择。
(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如果要提升公众高风险性参与行为，需要充分发挥内在性动机和参与能力
的积极作用，抑制风险感知的不利影响。
1． 发挥内在性动机对公众高风险性参与行为的推动作用
基于内在性动机对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影响，政府、家庭和社会必须有效配合，做好公众内在
性动机特别是自我奉献精神的培养、识别和引导工作。
首先，营造有助于公众内在性动机培养的氛围。Perry 曾经基于诸多学者对公共服务动机的研
究，提出一个将社会因素融入动机过程的分析模型，进而将内在性动机解释为一种社会氛围促动下
的环境—个人特质—行为的完整过程。在这一内在动机的演化过程中，专业化培训、家庭关系、个
人的观察式学习与榜样示范作用以及制度环境等都会对动机的形成产生推动作用。［37］这一分析模
型提醒我们，公众内在动机的培养需要基于社会、学校与家庭的共同努力，以创造一种有益氛围。
在学校教育中，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学要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围绕经典著作、历史事件和名人史实
等进行深入讨论，支持学生走向社会了解弱势群体的生活，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人与社会的关系，理
解奉献精神的社会价值。在社会生活中，广播、电视等媒介应该适当增加对社会深层问题的探讨与
分析，减少低俗、价值观扭曲的节目，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更高的审美情趣。在家庭生
活中，根据 Perry 等的研究，家庭社会化( family socialization) 能够提升个人内在性动机，而家庭的社
会化包括家长参与志愿活动的示范作用、家庭成员间的互助行动、家长引导孩子采取正确态度与处
于困境的陌生人交往以及有关价值观的家庭探讨。［38］政府应通过各种渠道与家长分享家庭教育的
有用信息，并且积极创造机会提供适合家庭参与的奉献活动项目，帮助家长通过榜样示范作用教养
孩子。
其次，有意识地识别出具有高内在性动机特别是自我奉献精神的公众。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政
府或公共组织需要通过特定方式或途径识别出具有自我奉献精神的人。最典型的情况就是有条件
地招募反扒志愿者。从目前各地招募志愿者的条件来看，一般关注的是参与能力，并未关注内在性
动机的影响作用，结果很多反扒志愿者参与反扒的频次过少，志愿服务绩效低下。因此，在招募志
愿者时应该适当将内在性动机测量的内容纳入，识别出具有更高自我奉献精神的人员。
最后，引导和激励具有高内在性动机者参与高风险性公共安全服务。一方面，政府应该不断扩
大能够允许公众参与的高风险性公共服务范围。除了目前的抗震救灾、反扒、治安纠查等高风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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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之外，还可以考虑适当扩大服务领域，比如允许将志愿服务范围扩展至消防服务，为公众参与
高风险性公共服务提供机会。另一方面，为了激励具有自我奉献精神的个人积极参与高风险性公
共服务，政府还应该设置必要的保障条件和激励措施。现实中，宁波、厦门、深圳、无锡、海口等地的
警方对民间反扒进行规范化管理，警方负责挑选反扒志愿者，对反扒人员进行法律知识与技能培
训，并且为反扒志愿者争取到了必要的医疗、保险、免费乘车条件等，［39］免除志愿者的后顾之忧; 一
些城市还专门设立见义勇为奖金或称号，以实现对此类行为的正激励效果。不过，此类措施目前还
仅限于个别地方，今后需要向更多的地方推广。
2． 抑制风险感知对公众高风险性参与行为的消极影响
考虑到个人－公众风险感知差值对高风险性公众参与行为的显著影响，抑制风险感知的消极
影响必须适当降低个人风险感知。
为此，政府可以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高风险性公众参与的相关知识教导、信息沟通，让民众
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如何正确、有效且相对安全地参与公共安全服务的知识和信息，同时，结合全民
健身运动和中华武术等的推广，提升公众的参与技能，从而降低个人风险感知水平。二是调整见义
勇为奖励机制，实现奖励机制的多层次和多范围奖励。不仅奖励实施高风险性的制止或抓捕行为
的见义勇为者，也奖励通过电话报警、出声支持制止或抓捕者的公众，以便为高风险性参与者创造
更好的社会氛围，淡化其感知到的个人参与风险。三是适当增加反盗抢宣传内容的丰富度。目前
许多城市政府通过电视、广播、公交媒体以及网络等途径进行反盗抢宣传。在这样的宣传中，可以
考虑适当增加一些对受害人和目击者的访谈，从而向公众展示盗抢事件如何发生、怎样发生以及对
受害人造成什么影响。这种宣传不但可以增强人们的防范意识，也有助于引导人们在与受害人感
同身受的过程中，降低个人风险感知。比如，在重庆公交事件发生后，人们在不同媒体和社交软件
上展开的大讨论，就让人们认识到干扰司机驾驶不仅会让司机承受风险，而且还会危害公众生命;
相应地，人们对于制止干扰驾驶者的个人风险感知也相应降低，从而有助于参与行为发生。
当然，降低人们的个人风险感知并非引导人们不顾风险、不计后果地去参与高风险性公共安全
服务，我们仍然应该加大社会对防盗抢事件的警惕性，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
3． 切实发挥参与能力的正向影响效果
由于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学过武术与擒拿和退伍军人身份能够显著提升公民的高风险性参与
行为和参与倾向，因此，政府应该关注公众参与能力的提升以及参与能力的发挥。首先，在提升个
人参与能力方面，各地需要继续推进全民健身运动，组织活泼向上的群众体育活动和赛事; 鼓励武
术馆、道馆等的合法经营和积极发展，由政府出资邀请一些武术教练为民众提供免费武术指导; 加
强军队的体能训练，鼓励退伍军人参与指导公众健身活动。其次，在发挥个人参与能力方面，应该
在高风险性志愿工作人员筛选中更为关注参与能力。比如在招募反扒志愿者时要将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学过武术、退伍军人身份作为重要筛选条件，同时，为已经招募到的志愿者提供必要的武术与
擒拿技术的培训。
注释:
［1］新浪网:《民间反扒志愿者举步为艰》，参见 http: / /gongyi． sina． com． cn /gyzx /2013－04－01 /100641909． html，2013
年 4 月 1 日。
［2］［25］郭小聪、代凯:《公民参与的争辩与经验研究———十五年来海外相关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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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High－risk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Safety Service: The Case of Stopping and
Seizing Thief－Robber－Snatchers
MENG Hua
( School of Public Polic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High－risk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vital in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public safety service because by－standers’
attitude might result in disasters． However，in academia，scant attention is devoted to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high
－risk public participation． Taking the case of stopping and seizing thief－robber－snatchers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stud-
ies the interpreting power of the inner motivation，risk perception and participatory abilitie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using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ner motiv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public participation inclination and
action，with only the dimension of self－sacrifice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As for risk perception，personal－general risk
perception differences negatively affect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total score of risk perception plays a limited role． Partic-
ipatory abilities like regular physical exercise also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Based on the findings，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in order to promot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safety service，individual inner motivation，especially self－sacrifice，
needs to be cultivated，identified and guided，that personal risk perception needs to be reduced to control the negative effect
of risk perception，and that public participatory abilities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recruitment of volun-
teers．
Keywords: inner motivation，self－sacrifice，risk perception，personal－general risk perception difference，public par-
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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